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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oetry is action. China is a country with poetry. It completes the general construction of Chinese 
thinking. Further studies have found that “the internal structure of poetry” also exists in “Dao-
dejing” and “Das Kapital”. This conspiracy represents a powerful example of the basic status of 
thinking in methodology. It can be seen that Dao, Xiang and Zhi, as a description of the common 
structure, have achieved the organic unity of thinking, logic and epistemology from the perspec-
tive of the reduction of disciplinary work. This guides the dialogues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
ern classics across time and space. It shows that in the local construction of Chinese economics, 
we need to adhere to the academic construction work standard of “solving the West with China”, 
and at the same time take into account the principle of “solving the West with China”, and carry 
out the academic dialogue of the meaning of “mutual understanding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 and the integration of China and the West”. In other words, “to understand the past, to 
understand the present, to connect the past and the present, and to communicate between China 
and foreign countries” must become the working “mental method” to guide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a’s native land and the dialogue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 However, the path of recon-
struction of socialist scientific abstract law is locked in the docking of “law method” and “cate-
gory method”; the methodological basis of “four self-confidence” is confirmed by combing the 
working connotation of socialist political and economic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based on 
“Das Kapital”; the “man’s Ci Poetry” in Das Kapital enlightens the seamless connection between 
Marx’s classic works and the ideal of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ese political economics, and at the 
same time promotes the “cultural confidence” to the principle level of construction of Chinese 
academic discip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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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诗是行动，中国是有诗的国度，其完成中华思维学的一般建构。进一步研究发现，《道德经》和《资本

论》中亦有“诗的内在结构”，这一共谋是对思维学的方法论科学基础地位的一种有力展示。可见道·象·识，

作为对共有结构的刻画，从学科工作还原看，于是达成思维学、逻辑学、知识论有机统一。此引导了中

西经典的跨越时空的“对话”。表明在中国经济学本土建设方面，需要坚持“以中解西”学术建构工作

本位，同时兼顾“以西解中”原则，进行“中西互解、中西贯通”意义的学术对话。换言之，“以古解

古，以今解今，古今贯通，中外会通”16字必须成为指导中国本土建构以及进行中西对话的工作“心法”。

然则，社会主义科学抽象法重建路径锁定于“规律的方法”与“范畴的方法”之对接；“四个自信”的

方法论根据乃由对《资本论》基础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工作内涵的梳理中得到确认；《资本

论》“人间词话”则启发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品与中国政治经济学建构理想的“无缝对接”，同时提升了

“文化自信”路向中国学术建构之原则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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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谨以此文祝贺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本文系依托笔者的系列相关前期成果进行，除开参考文献中直接

列示的，尤其值得补出的是以下三篇：《<道德经>与<资本论>关系简说——论中国经济学的思维和语言》、

《熊十力本体论批判思想及其思维学意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方法论基础研究》和《中华

思维学再研究——阴阳五行经济系统论兼谈新中国 70 年的方法论》，它们均已是公开发表的论文成果，

对本文的学术主张有兴致者，不妨进一步查阅。文章选题宏大，立论深远，中西合璧，信手拈来；作品

谈古论今、横贯中西，由中国诗学谈到马克思主义学说，言之凿凿。然则，目的为着什么？通过寻求《道

德经》、中华唐诗宋词(由古诗词代表的中国诗歌)、《资本论》内在结构和工作旨趣的一致性，说明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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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九万里风鹏正举”，中华经济学原理“星河欲转千帆舞”，正有待我们进一步研究发现；新中

国 70 年的学术实践给予的启示是，在学术研究上需要从继承和发展的关系向度发掘本土化的、真正的思

维支持。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中国历史”“中国思维”“中国语言”将书写中国人自己的“经

济学教科书”。 

2. 诗与远方 

让我们由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的创作说起。众所周知，《共产党宣言》开天辟地第一

次提出“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第一个提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革命

性结论。毋庸置疑，其直接启发了《资本论》的创作，作为较为成熟的《资本论》思想首次之公开的表

达，是对工作内核的一次凝聚，是一次思想内核的“激情般的燃烧”。它以“幽灵的理论”为工作开局，

所谓“幽灵”，简洁地讲，就是令反动派最为害怕的革命思想，而这个思想莫过于指出了“到目前一切

社会形态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所以列宁讲，“这部著作以天才的透彻而鲜明的语言描述了新的世界

观，即把社会生活领域也包括在内的彻底的唯物主义、作为最全面最深刻的发展学说的辩证法、以及关

于阶级斗争和共产主义新社会创造者无产阶级肩负的世界历史性的革命使命的理论。”([1], p. 802) 
作为“历史文件”，《共产党宣言》以系统完备的阶级斗争理论及实践总结直接奠基了《资本论》

的创作，但后者的工作内容显然不尽如此。坦率地说，如果《共产党宣言》专指“阶级斗争”(一切经济

形态所反映的社会形态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那么，《资本论》则不仅是阶级斗争，同时也是“诗和远

方”。如以海子的诗为例，由于有了这一视角就产生这种阅读和工作效果：“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

人/喂马，劈柴，周游世界/从明天起，关心粮食和蔬菜/我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从中

可看出，“这不可能单纯通过传统意义上的物质生产或资本生产来实现。必须立足于马克思所说的‘全

面的生产’，即除了传统意义上的物质生产之外，还要推进‘文化生产’。但文化生产显然不能采取物

质生产的标准，否则必然导致需要的彻底异化，从而形成鲍德里亚的符号社会。”[2]这里的后一者显然

指示了人的全面发展的理论(规定)，马克思早期作品中运用的讨论视角是“劳动的异化”，意味着主体必

须通过自身的发展夺回被取消的状态。然则，必须从马克思对“实体即主体”的批判中升华得出“对象

性即主体性”的最终结论，亦可以说，“新的马克思主义原理体系应当由对象性价值观、生活世界观和

共产主义人生观三部分构成。”[2] 
当然，以上对《共产党宣言》与《资本论》学术关联的把握完全是从工作线索上说的，列宁强调：

“马克思主义提供了一条指导性的线索，使我们能在这种看来扑朔迷离、一团混乱的状态中发现规律性。

这条线索就是阶级斗争的理论。”[3]而人的全面发展的线索则是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提

及的基于“自由人(发展规定)”的社会历史发展三阶段的理论构想。“在《1857-1858 年经济学手稿》对

三大社会形态的研究中，他又提出人类共同的生产能力和他们的社会关系、人的自由个性都是人的财富。

这都是从人的对象性本质出发的。”[2]两条线索就总体关系而言，乃是叠加互动的，是“有机的合”，

中间的工作转折即是《<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的创作。尽管阿尔都塞的“认识论断裂说”无法得到清

晰的确证，但马克思此后的写作确实更加注重科学性和“辩证的表达”。“也就是说，历史唯物主义具

有双重逻辑，即‘人类学’意义上的一般物质生产逻辑与资本主义社会这一特定时期的资本逻辑。”“如

果说在前资本主义社会，我们可以用物质生产逻辑来加以说明的话，那么在资本主义社会，虽然物质生

产逻辑仍然重要，但这一逻辑并不能说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生产逻辑只有在资本逻辑的基础上才能

得到说明。”于是，“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历史唯物主义与政治经济学批判合为一体了，或者说资本逻

辑分析本身就是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内核。”[4]情况基本如是。它回答了这一问题：马克思既然剖析

了“一般”，那么，是否需要把资本的政治经济学纳入“特殊的层面”展开研究？不过值得注意一点：

https://doi.org/10.12677/acpp.2019.83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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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象思维学规定的生产一般首先不是形式逻辑的概念知识，也不能用“一般生产逻辑”予以总括，因为

那样的话，人们同样会质疑：既然资本本身作为一种特殊概念，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的特定范畴，那

为什么能够和“一般的抽象的规定”进行语义“通约”呢！显然，概念论的幽灵还笼罩在对“生产一般”

的理解上，用资产阶级的理解方法——将生产一般锁定为“知识一般”——所捍卫的“知识论教条”，

确实严重损害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荣誉。上述问题集中起来就是：马克思研究了生产一般，为什么还提

出“资本一般”？又是怎样提出的？ 
然则从第一条线索看，《导言》必须被安排为“批判逻辑学”：第一节写“对象批判”，第二节写

“理论批判”，第三节写“方法批判”，第四节写“历史批判”；这样，完全超越了康德基于纯粹理性

的形式逻辑体系，并且也工作超越了黑格尔基于理念运动的辩证逻辑，实现了逻辑与历史的全方位对接

和完全统一。从第二条线索看，《导言》又是“大写字母的理论建构”。即第一节重点写“对象思维学”，

这样，“生产一般——作为‘道’和‘象’的规定——始终作为一种特殊的‘孵化器’装置……可以说，

生产一般就是马克思在《导言》中制订的方法，它试图和逻辑形式上的‘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结合；但

同时必须指出，生产一般的方法乃是‘马克思的思维法’。”[5]接下来，第二节重点把握对象思维学之

下的“生产逻辑”，这样便于把资本归为生产一般范畴；第三节把握思维学与逻辑学的统一，探究其中

的“知识生产”，显然，社会经济知识是作为了上述统一的总结果；第四节写思维学、逻辑学、知识论

三者统一的历史结构(范畴的酵母)——生产一般作为思维学、逻辑学以及知识规定的“结晶体”由资本的

研究所具象出来的历史结构，显然在目的上，是为了深度寻求将经济学科独立出来的“历史知识”。故

而，一切按照中华学术的思想进行，而更可以说这本身就是诗意的建构，满足了杜甫《绝句》的诗境构

造：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为详尽起见，以下再用四

个段落予以分述。 
两个黄鹂鸣翠柳。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两个黄鹂”指示的就是这个数字“二”。

中国人是阴阳和合生万物，——这个“万物”也意味着“事”；马克思指示的阶级斗争工作线索帮助他

找到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二的规定。然则，“一”指的就是生产本身；“二”是指生产对象的一

分为二，成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这导致《资本论》后来以“商品的两个因素”为开篇的构造)；“三”则

是指生产的全体或生产方式：母子关系–父子关系，或曰祖孙三代的生产运动和构造。生产一般是指“一”

“二”“三”的全体：既是分指各个环节，也指示它们相互联系着的全体规定。但在第一节这里，生产

一般还尤其重点指示了作为生产方式的“三”的规定，因为这样，就完成了对象批判，将对象推进为研

究对象规定。即马克思的结论是，“因此，说到生产，总是指在一定社会发展阶段上的生产——社会个

人的生产。因而，好像只要一说到生产，我们或者就要把历史发展过程在它的各个阶段上一一加以研究，

或者一开始就要声明，我们指的是某个一定的历史时代，例如，是现代资产阶级生产——这种生产事实

上是我们研究的本题。”([6], p. 3) 
一行白鹭上青天。道生一，意味抽象是由对道的把握而形成的，但象并非抽象，象乃是“具象的系统”，

所谓“一行白鹭”；换言之，这个具象系统是抽象和具体的统一，而资产阶级学者留下具体，撇开了抽象。

这显然引起了马克思的强烈批评。道·象·识、合·统·分，在第一节，马克思的陈述实际上暗含了一个

观点：道，必须作为理论研究上的前提；合，必须作为方法探究上的前提。除开上面马克思的结论，还有

所谓：“一切生产阶段所共有的、被思维当作一般规定而确定下来的规定，是存在的，但是所谓一切生产

的一般条件，不过是这些抽象要素，用这些要素不可能理解任何一个现实的历史的生产阶段。”([6], p. 6)
第一节解决了前提问题，但没有解决发展的问题；换言之，社会发展规定并不能通过生产一般的术语本身

予以解决。关于这个思想，马克思于第一节约略提到：“至于财富在这种还是那种财产形式下能更好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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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的问题，还根本不是这里所要谈的。”“生产的一般规定在一定社会阶段上对特殊生产形式的关系，

留待别处(后面)再说。”([6], pp. 4-5)上述问题归结起来看，就是坚持在“母子关系”工作语境中探究“父

子关系”的运动和构造。此引导马克思在第二节中需要走出康德和黑格尔的“三段论法”。 
窗含西岭千秋雪。第三节是写“方法批判”，同时也是写对象思维学与批判逻辑学的“如何统一”，

以彻底杜绝资产阶级的“实证逻辑学”。第三节以“述”起笔，以“评”承接，以“论”收笔，尔后转

入逻辑与历史的对接，以生产“理论知识”，并据此谋篇布局；最终形成的“五篇工作计划”(所谓的“窗

含”)可以说成是规律的方法和范畴的方法的有机统一，换言之，是实现了道象合成意义上的知识探讨。

在“述”的环节，先是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进行了客观陈述，尔后使用黑格尔的方式，对“抽

象上升到具体”的思维过程和方法予以肯定，并作为对前者的一个直接批评。“评”的环节集中于黑格

尔的学术批判。黑格尔逻辑学在批判上是虚幻的，表现在通过逻辑运动使“思维活动”神秘化。黑格尔

把思维看作是绝对的自我运动的规定，否认了对象与思维的工作合一。揭开黑格尔的思维神秘性，就产

生了“天人合一”的工作领导性 1。这揭开了历史和逻辑一致意义上的理论构建的面纱，即进入“论”的

环节。相应，“生产一般”被看作是“《导言》的总架构”，以至于“《导言》全体内容在工作上应命

名为政治经济学批判路向的‘生产一般的发生学’”，即“第一节可命名为‘对象——生产一般之道’，

第二节可命名为‘对象进到研究对象——生产一般之象’，第三节可命名为‘研究对象——生产一般作

为道和象规定的方法’，第四节可命名为‘生产一般的各种规定和概念’。”然则，“在一般意义上，

‘道’是指客观的历史发展(规定)，‘象’是指社会有机体(规定)，‘识’是指两者的合成规定或者说是

它们的认识形式。”[7]这就是所谓的“生产一般思维学”，是母子关系模型的生产一般－资本一般的理

解。坚持把资本座架在生产一般中予以考察，然则，“父子关系”运动和构造最终在全体面貌的形态上

得以显示，这正是思维学的定义款式。 
门泊东吴万里船。《导言》架构体式总体上是后来《资本论》的结构初成。“道(客观规定的寻求)–

象(总体规定的寻求)–识(全面的认识批判)，‘整个著作体系看起来是一个完整逻辑链条：认识–历史–

认识。’”“《导言》第四节展示的是生产一般在认识过程中的历史，同时是对象的思维形式(规律的方

法)和对象的思维形式总体(范畴的方法)合成起来的规定在认识过程中的历史，从而马克思在那里需要全

面把握这样一个结构：‘生产’‘生产资料和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国家形式和意识形

式同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的关系’‘法的关系’‘家庭关系’等。换言之，这是认识史上的‘思维对象

形式’的生产。这里的生产一般和理论部分所探讨的‘生产一般’是同一个概念。”然则，可以认定：

“《剩余价值理论》所完成的工作正是在于揭示‘价值一般’和‘剩余价值一般’认识形式的规定，而

最终找到生产一般体系内‘劳动一般’和‘资本一般’的内在关系的连通，从‘思维学’上终止黑格尔

逻辑学的‘神秘’，统一‘历史对思维的关系’和‘思维对语言的关系’。”[7]当然，《导言》第四节

对史的把握是综合的，换言之，是客观史与主观史的统一、批判与建构的统一，是因为在那个阶段上，

马克思还没有形成将思想史批判独立出来的想法，相比之下，《资本论》理论部分同时就是一部“客观

史”。尽管如此，第四节当时所迫切希望解决的问题仍然是“如何把握本质”——在历史过程中掌握本

质，深化第三节的“现象对本质的关系”，换言之，是探究全体历史领域的“本质对现象的关系”。它

真切地说明一点：本质亦决非纯抽象规定，而是“万里船”的行动规定，本质必须在历史中得以把握。 

3. 道·象·识 

《道德经》、唐诗宋词、《资本论》三者共有的结构被我们称为“道·象·识”，由此可见，道、

 

 

1所谓天人合一，即对象与思维的工作合一、客观与主观的有机统一；在《资本论》的框架中，和中国的天人合一相对应的工作规

定其实是“劳动过程”。而劳动过程不过就是不断历史变迁的生产一般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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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识映照思维学、逻辑学、知识论，进而通过这种映照可构建中西经典跨越时空的“对话”。诗性语

言是对话的最高境界，语言学本身则是丰富具体的实践；以下由此进行突破，以中国诗词，如杜甫《绝

句》、李峤《风》、“人间词话”等为例，说明其与《资本论》内在结构和思维逻辑的相通性，论证“中

西互解、中西贯通”的工作必然性和合理性。 
中华学术的思想主旨是：人间自有诗意，诗意美在四季。这说明诗学始终是一个古典的学科。在中

国语境中，“广义的诗学等同于文学理论”；一种说法是，老子贵生，庄子重通，其实这两种思想体式

都汇融在诗意的思维结构中。所谓：“中华美学与诗学并不分隔，甚至一体化。”这是一个形而下生产

生活与形而上思考、艺术升华两种活动互溶的综合的学术体系，意味着“诗性思维发达”的特殊表达，

换言之，“由于中华美学的世间性，美成为艺术的本质，美学与诗学一体化。因而中华美学思想的表现

形态主要不是哲学思辨，而是诗学论述，在诗学中体现了美学思想。”可见，“诗学的特性首先在于其

研究对象的总体性、泛诗性。古代艺术门类还没有充分分化，诗学之‘诗’是总体性的语言类艺术形态，

不仅指诗歌(如史诗和叙事诗)，更指泛诗化的艺术(如戏剧——‘剧诗’)，是广义的诗。”[8]在生活世界

中，唐诗宋词是超越思维派系主义的，求自然之真、求人文之真、求生活之真、求社会之真。它探究、

书写和抒发方式是“艺术的发生”，简洁起见，可将其特点归纳为这么三条：其一，要在写“合”；其

二，它的艺术取象在于实现如何“统”；其三，在选材上，意象比类立足有机的“分”。然则，这种结

构是“道·象·识”体式；以李峤《风》为例，全诗立足“写道”、“取象”、“知识比类”，就把风

的历史和逻辑、时间和空间活脱脱的刻画出来了，是具有神韵的形象白描。固然是实证逻辑学，却写出

了风的整体思维活动，与批判逻辑学内在契合。又之，古人主观上以君子自喻，托物言志、托物言事、

咏物达情，遂有了“梅兰竹菊”诗意写怀，风的神奇力量也许正在于寓示君子的修为与品格，作为了人

的全面发展的行动者诉求指向。以自然写人文，以人文写自然，二重复调手法使得中国古典使人游刃于

思维学与逻辑学的统一当中，极大凸显“对象性价值观”、天人合一的生活世界观和处世人生观 2。可见，

《资本论》中的“诗和远方”线索作为一种“大写的人”的建构，从方法论上看，其实是从中华唐诗宋

词开始的，盖因诗的结构乃是一切伟大的人文社会作品之“内在结构”。 
中华是“士人教育”(所谓的育人治国、以士立学)与“匠人教育”(所谓的器有所长、术有专攻)的统

一，亦所谓“道器兼备”。只是相比较而言，中华主体社会重的是人文的化成(思维学)，轻的是科技(或
曰“知识”)的化成(逻辑学)；即更加注重发展共同体力量的“知识生产的上游”(文化养成的人学)，相对

不重视与个人力量发展有关的“知识生产的下游”(今人所谓的自然科学)3。于道的行程中体悟象的存在，

又于象的构造中体察真知真识，就是所谓“诗”的内在结构性 4。显然，《道德经》、《资本论》自有属

于自身体系的诗的结构。《道德经》首章的白话散文诗如下：道/可道/非恒道/这才是真正的道啊//因而名

/可名/非恒名/也才有恰当可人的命名方法//于是“无”/——这是天地一开始的名字/“有”/——这是万物

母亲的名字//也因此有“恒无”的说法/是指示事物的运动/同样有‘恒有’的说法/是指示事物的构造……

//它们皆同出于道根而又领取不同的名字/此学科命名即是“同谓之玄”5/运动复运动/构造中构造/对循环

 

 

2相比之下，邵雍的这首《山村咏怀》：“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亭台六七座，八九十之花”，则更加突出表现了中国人阴阳

和合的生活世界观，运用的意象皆指向了“家之道”。亦充分说明生态文明建设乃是落实人的全面发展的一个重要抓手。 
3需要知道，中国历史上的儒家在孔子时代就早已将古时之宗教修正为诗。对宗教祭祀活动以礼为诗，以述为作，加以澄清，赋予

新意义。然则，“在近代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对于什么是西方的‘长技’这个问题，有不同的回答。1919 年的五四运动，把西

方的‘长技’归结为两个方面：民主与科学。学习西方和批判封建主义，必须从这两个方面的观点出发，批判才有正确的意义，

学习才有正确的方向；如果不从这两个方面出发，而从专制和宗教的观点出发，那就不只是‘以五十步笑百步’，而且简直是以

百步笑五十步了。那不仅没有什么意义，简直是一个笑话了。”[9] 
4以行动为本体，王阳明称之为“致良知”，从中引伸出“人人皆可成为圣人”行动主义的大胆结论：以天下为一家，中国为一人。 
5“同谓之玄”也正是马克思特别运用在《资本论》研究对象上的规定，所谓：“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

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到现在为止，这种生产的典型地点是英国。”请注意，马克思此处一连使用四个意义相关并相

近的词：生产方式、生产关系、交换关系、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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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复以至无穷的现象的观察引导进入理解“道”的大门。如何悦读经典？所谓结茅临水石，淡寂益闲吟，

此一境也；所谓久雨寒蝉少，空山落叶深，此二境也；所谓危楼乘月上，远寺听钟寻，此三境也；所谓

昨得江僧信，期来此息心，此终获成功也。经典不是一味地求知，而要在识“象”，要在悟“道”！然

则，可对《道德经》首章口占一绝：吴桂有恨自成律，始天无道深秦心；比类妙徼三秋雪，取象玄生二

月春。首章的内容构成了《道德经》“内在的结构”。 
王阳明曾道出自己读易之体会，即“始其未得也，仰而思焉，俯而疑焉，函六合，入无微，茫乎其无

所指，孑乎其若株”，接下来的状态是：“其或得之也，沛乎其若决，了兮其若彻，菹淤出焉，精华入焉，

若有相者，而莫知其所以然”，但终至成功：“其得而玩之也，优然其休焉，克然其喜焉，油然其春生焉。

精粗一，外内翕，视险若夷，而不知其夷之为阨也。”[10]应无所住，而生其心，王阳明所论心学——行动

主义——方法论要旨其实就是“诗的结构”，解之以《泛海》：险夷原不滞胸中，何异浮云过太空；夜静海

涛三万里，月明飞锡下天风。这和遁世主义完全不同，后者佛学解之曰：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

一物，何处惹尘埃。性空本体说是消极的，和道学“以无为本”恰好对立，而王阳明终其一生是弘扬“无”

道的。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一时新；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 6。然则，“所谓‘以中解西’，

在于强调《资本论》的‘工作意译性’，即以中华‘思想高地’(如共同体、心、人民)对接《资本论》的

价值阐述和资本阐述，彰显中华共同体社会发展形态的生产特性、组织特性以及对经济范畴的认知特性；

所谓‘以西解中’，就是对中华经济形态(突出的形态是‘家’‘国’主导的经济体制)进行合乎世界学术

规范的新阐释，从中深刻体会到中华研究对象的学科逻辑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工作逻辑的内在一致性。”[11] 
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此是中华学术行动主张。以此察之，《资本论》正是对此种宝贵的主体价值

与人文精神的极大继承和弘扬；其理论体系在特质上正是落实于“太极分阴阳，生生之谓易”。概言之，

《资本论》理论部分所着重的写法是“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所谓“道生一”，是说

从商品到资本的论述(义理)，——又所谓“一去二三里”(象数)；所谓“一生二”，是说资本主义剩余价

值生产必区分成绝对剩余价值生产方式和相对剩余价值生产方式(义理)，——又所谓“烟村四五家”(象
数)；所谓“二生三”，在于第二卷的结构解析：资本循环、资本周转以及资本主义社会再生产，三者形

成有机的系统运动和构造(义理)，——又所谓“亭台六七座”(象数)；所谓“三生万物”，指示第三卷之

资本生活过程万象，衍生了具有社会分配权的各种具体资本形态(义理)，——又所谓“八九十之花”(象
数)。然则，《资本论》商品章仍然是内在结构上的一种构造，亦可“口占一绝”：空山不见人，但闻人

语响；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资本论》开局从“商品的两个因素”说起，但必须深入到劳动二重

性结构当中去，这是头两句的意思(从表层到里层、从互系性联系到互系性发展)；至为紧要的是第三句：

返景入深林，是强调在价值形式的发展中锁定商品价值规定的概念内涵，所谓的给价值“下定义”；第

四句“复照青苔上”，是对“返景入深林”的思想回顾，对“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进行主题深化。

《资本论》首章据此形成“生生谓之易”(变易)、“生生谓之道”(简易)乃至“生生谓之德”(不易)的《道

德经》体式之研究与讲述结构，即“统一思维学”。 
黑格尔用逻辑学生产知识，辩证处理了概念的普遍性、特殊性、个别性的关系，于现代语境讲出了

“辩证逻辑”，这是一大贡献；但黑格尔的辩证法乃是“概念的运动”，概念论反映“概念的自明”，

把握的是思维神秘的真理(理念)。这个流程需要予以纠正，重新颠倒过来，用思维学本身去统领客观与主

观统一基础上的思维过程和逻辑过程 7。而之所以能够用唐诗宋词阅读以至于理解《资本论》，乃是因为

中华道统文化从未断流 8。然则，图 1 (统一思维学·统一逻辑学·统一认识论)显示：历史科学指示的学

 

 

6中国学人说到底求的真境界是“天人合一”。故朱子又曰：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

来。昨夜江边春水生，艨艟巨舰一毛轻。向来枉费推移力，此日中流自在行。 
7实际上，黑格尔本人无意严格区分思维学和逻辑学，盖因“逻辑学是研究思维、思维的规定和规律的科学。”[12] 
8这也是本文进一步坚持“以中解西”学术立场的根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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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基础是“统一思维学”、“统一逻辑学”以及“统一认识论”。其中最重要的规定是“统一思维学”。

统一逻辑学的实质在于思维形式统一，思维形式统一的关键所在是确立总体思维(形式)，即天人合一；马

克思从对象出发，找到了这个形式即“生产一般”。它使得历史科学成为内含自然科学基础规定的统一

性综合科学，尔后又象分两翼：以自然辩证法形成“实证逻辑学”，以历史辩证法形成“批判逻辑学”，

继而有自然知识和社会知识的思维分立、和而不同。表明这种结构所追求的正是统一的学科基础，同时

亦必然是统一科学建构任务所内在需要的文明行动。 
 

 
Figure 1. Unified thinking 
图 1. 统一思维学 

4. 合·统·分 

我们以传统科学抽象法意义的反思行动作为《资本论》体系构造的“再探究”。然则需要知道，上

述结构反映的是思维学、逻辑学、知识论三者的统一，即合·统·分的规定(图 2：统一思维学的学科系

统与马克思主义思维科学的建构)。 
 

 
Figure 2. Composition of unified thinking 
图 2. 统一思维学的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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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谓“合”？合即是对象规定，是思维与存在同一的“客观”和对象思维形式的“总体”。一言以

蔽之，思维即对象，这就是合的规定。科学抽象法其实是没有达到这个层次，说详细点，就是没能首先

实现对统一体本身进行探究。生产一般的动态概念即劳动过程。抽象从何处得来？显然源自“合的规定”。

《资本论》中，所谓“合的规定”，其实就是劳动过程。对于物质生产而言，劳动过程同时是它的“对

象思维形式”。前面提及生产一般本身阐明了“联系的观点”，但未能明确“发展的问题”，这个任务

将交由劳动过程的规定来解决。从统一思维学角度看，劳动过程首先是思维学的规定，其次是“统一逻

辑学”(对立统一、量变质变、否定之否定)，最后才是生产知识规定。思维学，即辩证法，而准确地说，

辩证法是思维学一贯到底的规定。《资本论》中，这个规定体现在劳动过程与劳动二重性的结合、与劳

动价值论的结合以及与剩余价值论的结合，分别创生出劳动过程辩证法意蕴的“思维学”(劳动过程对象

思维学)、“逻辑学”(批判逻辑学)以及“知识论”(基于批判逻辑学的知识理论)。如果把科学抽象法仅仅

视为“叙述的方法”，那它完全不能实现对具体思维形式的统一。“传统的形式逻辑认为只要抽出现象

中的相同属性，就达到了抽象的目的，辩证逻辑则要进一步抽象出本质的联系。辩证逻辑坚持在科学的

研究中运用科学的抽象，但反对那种将抽象绝对化的思维方式。”([13], p. 286)然则，“科学抽象是一个

系统的思维过程，它是由概念、判断、推理三个主要思维形式的统一构成的。”([13], p. 293)从思维方法

和思维形式的统一看，科学抽象又必然是抽象与具体、分析与综合、归纳与演绎的原则性的统一。换言

之，“《资本论》的研究方法不是多个，而是一个，不是‘混合’的，而是‘统一’的。”可以说，“这

种统一的研究方法中的各主要形式，只有在统一中才有其内容，才能得以存在。”([13], p. 307) 
上述界定指明叙述与研究的结合不是“外部联合”，而是“内在结合”，必须坚持把“叙述方法的

规定”放在研究规定中予以把握。“这样也才有辩证的叙述形式产生。综合态的《资本论》无疑是研究

和叙述的高度统一。”“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以劳动价值论为同时性的研究－叙述手段，从而达到这

种效果：‘其带来了逻辑和表达上的便利’，并且，‘这一理论形式凸显了历史、逻辑的工作一致性。’”

进一步则可以说，“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研究方法不过是建立对‘劳动二重性＋劳动价值论’工作

路径的搜寻，而与之配合的叙述方法则不过建立了对上述构造的辩证表述。”[14]因为单单 W = C + V + M
这个公式是无法胜任对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系统历史的描述，相应也就无法承担对“资本总公式”这一

对象过程予以“批判的知识理论”构建的任务。所以，“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研究方法，就是科学抽象

法，它包括以下的内容：对研究对象的规定，对本质与现象关系的处理，在对旧概念的批判、新概念的

规定、旧概念的改造中，建立概念的有机联系。”([13], p. 9)简言之，“科学抽象法的主要特点，不但在

于运用对立统一的辩证法，科学地考察了资本主义经济中的各种矛盾，而且在于将这些矛盾规定为对立

统一的概念，从而揭示了贯穿于资本主义经济中的客观规律，说明了各种具体现象。”“也正是在这种

意义上，我们说科学抽象法与客观对象的矛盾运动是统一的。”([13], p. 274) 
作为“叙述”的科学抽象法不过就是范畴的方法，而要把科学抽象法彻底作为“研究方法”，则势

必走出范畴方法的工作边界，寻找“规律的方法”(规定)。如果说“范畴的方法”(或曰“象的方法”)立
足“象·识”结合，那么，“规律的方法”则立足“道·象”结合，从而真正可能建立思维学与逻辑学

的内在统一。此种学科方法的“两仪”(以“规律”为方法和以“范畴”为方法)可谓是唯物史观域内的辩

证法的“体系性展开”。它的直接的学科基础就是统一逻辑学。它的最终学科基础是“政治经济学的思

维学”9。然则，“新时代需要新的研究方法论内涵，需要对研究和叙述的关系进行新表述，以期扬弃抽

象态的知识一般，重建行动一般与知识一般的统一规定。这是‘四个自信’统一方法论的内在工作要求。

 

 

9 既有的科学抽象法是座架在逻辑学中进行建构的，然则，目前的努力应当聚焦于思维学的理解底座。这一研究之所以显得迫切，

是因为中国原创的元素确已为《资本论》所囊括，使得我们的考察必须更加深入、更加全面和更具历史深度。这是叩开“四个自

信”方法论根据的必由的门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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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在马克思主义语义下，方法论乃是作为实践态‘思维规定’予以看待的。实践逻辑的‘历史域’‘理

论域’‘问题域’及其对所讨论主题的立体式链接，超越了主观与客观的彼此分立，达成知行合一工作

效果。”[14]而唯物辩证法的方法本体按中华的规定来看，即道或“道的方法”。需要提示一点：“规律

的方法”拒斥黑格尔式的思辨 10。仍以《道德经》首章为例，若以劳动过程的本体替换“道”的用语解

之，则可以用“生产方式”名之，可以用“生产关系”名之，可以用“交换关系”名之，这个道必然就

会有“无”和“有”两种名称；“显然，《道德经》正是理论科学意义‘的思维学’，名指的是统一的

‘思维形式’范畴，它在意义上亦包括道和象。”[7]“然则，‘道，可道，非恒道’是对‘对象规定’

进行的总描绘和限定，是从‘规律的分阶段展开的方法’角度说明发展规定的客观思维特征，要旨是强

调‘客观规定’。”进一步可以推断：“《资本论》商品章第一节是以‘规律的方法’开局，以寻找客

观规定。”“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学科规定据此得到提升，因为它从科学方面认识到，生产方式的变革在

思维学中的结晶形式就是‘生产一般’的规定性。简言之，这就是对象思维(形式)——生产的对象思维(规
定)，或者说是生产方式的‘客观总体规定’。”[5] 

显然，“《道德经》的道，不是‘道本体论’，也不是以道为思维本体，而在于把道确认为思维本

体(规定)的客观存在性”，换言之，“道是对象思维的根本属性，是一切对象性存在(规定)的共同属性”。

[5]那种以“道”为本体论解释的主张，很显然要么陷入“无”“有”的语义学冲突与矛盾，要么直接其

求助于黑格尔的“矛盾解释学”。在后一种观点看来，道就是有无的对立统一体，但那样一来，道就完

全成为一个哲学概念了，失去了方法本体的功能。唯物辩证法起自道的规定，是说实体生实体属性的状

况。在“实体即主体”的路径上，对立统一作为认识规律得以显露；这个规律归根结底是说明了实体属

性的总体状况，而必须将“量变质变的规律”视为它的直接空间的展开形式，将“否定之否定的规律”

视为其历史时间上的形式。由此，对立统一规律可以说是“总规律的类型”，它根本决定了后两种规律

的具体发生与作用的类型。需要知道，规律不是形而上的东西，不是知识命题，“规律是历史的‘思维’。”

[7]总之，总方法决定“总规律的类型”，在“实体即对象”的路径上，三种规律皆可能是确定型与非确

定型的统一，盖因对象–历史过程–始终是主体际间关系的交互作用过程，是一自主抉择的社会性历史

过程，乃是一种“道”的存在。这充分说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思维体式是‘道·象·识’。”[5]并
且，这些观点已经由拙著《大纲》所阐明，在那里，笔者强调马克思创作《资本论》的心路旅程恰好因

应了宋代中国的一首著名的浣溪沙词，词曰：绣幕芙蓉一笑开，斜偎宝鸭衬香腮，眼波才动被人猜；一

面风情深有韵，半笺娇恨寄幽怀，月移花影约重来。何以能将李清照一生对“爱情”的追求与践行，同

马克思对《资本论》的科学谋划与工作落实(依次分六个阶段)完美地予以对接，实现思维艺术“合璧”，

完全归功于方法论上的“道·象·识”体式的思维实存性。 
这再次印证了马克思为什么以“三卷本体”为理想的著述形式。即虽则目前的《资本论》以“四卷

结构体式”传世，但需要知道，《资本论》的论述体系其实就是“道·象·识”的基本布局，同时需要

知道，《资本论》的工作体例是严格意义的条目体与章节体的结合与统一。盖因，“《资本论》绝不限

于描绘资本的‘客观知识’(客观逻辑或知识)，而要在指示历史现实的发展，从中引出批判规定”，盖因

“通史乃至断代史意义的纪事本末的基本体例要求是条目体”，盖因“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落脚点既然是

‘人的全面发展’，那么，‘开辟未来’所指就是客观批判意蕴，同时也是主观批判意蕴的取向”，盖

因“这样的路径是方便了刻画资本对象在学科形态上演化的全过程——史书形态、逻辑形态、知识形态，

 

 

10从近代思想史上看，“将‘客观经济规律’视为经济矛盾和经济过程的决定与主导，是早期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理念之一，

它在哲学上的集中表现，就是黑格尔的将‘客观逻辑’视为绝对精神构思世界的过程，而‘客观规律’则是‘客观逻辑’的体现，

是由绝对精神的构思决定的，是先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然则，“黑格尔的这种观念，表现于政治经济学上，就是‘规律在

先’、‘规律决定’。”[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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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为条目体的‘工作领衔’，是突出生产方式→生产关系→交换关系运动和构造的完整结构”，以及盖

因创造性“保留形式逻辑”之需要，以至于“它的章节目的形式设置(例如‘抽象’和‘具体’的结合)
其实暗含了‘三段论推理’的要求”，等等，“总而言之，《资本论》的知识框架需要由历史路径去理

解。”“于是不管怎么说，应当认定《资本论》是从《六册计划》升华出来的研究与叙述相统一的一个

艺术结构。”[16] 
然则，“客观孕育总体：因为，客观即是‘规律的方法’，而‘范畴的方法’是在这个框架内来说

明的。”[7]《资本的流通过程》本质上“亦道亦象”，表明作为范畴方法的规定，第二卷是严格隶属于

第一卷“规律的方法”规定的，而另一方面，《资本的流通过程》作为知识体系的一次总体设计，则对

第三卷起到严格的领导作用，统领现象规律与现象知识之统一。《资本论》这样的体系构造确保资本一

般置身于“生产一般”之中，同时又无时无刻不在提醒我们：资本一般乃是因应“特殊规律”的一种知

识构筑，从而只是针对于资本主义世界适用。 

5. 《资本论》的人间词话 

唐诗宋词与《资本论》遵守相同的思维学顶层设计，这是经济学的文化自信；“闻天语，殷勤问我

归何处”，“我报路长嗟日暮，学诗漫有惊人句”，这是因为马克思没有顺从资产阶级“经济人”假设

思路，而替代以历史真实的“生产一般”研究。《资本论》的“人间词话”在规定上盖源于此。以“生

产一般”为对象的经济学是“四个自信”的方法论根据。 
然则可以说，唯物史观域内的辩证法探索→规律和范畴“学科方法两仪”的成型→历史发生学、系

统发生学、现象发生学、认识发生学的工作逻辑体系，政治经济学方法论一直在寻求自己的“特殊的知

识表达”。名，可名，非恒名，马克思本人对他的方法论表达也一直是非常“诗意”的，核心的内容是

确保“思维为真”。即在“绣幕芙蓉一笑开”阶段，马克思确立“存在的秘密”是对象，实现思维与对

象的合一，将工作出发点植根于“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在这个阶段上，马克思重点是提出：“全

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

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1], p. 56)从辩证法到政治经济学批判，这些工作最终产生了运用于社会

批判的三大规律——规律的方法(“天人合一”体系)，但它从探索实践与理论的内在关系开始。从中国注

解方面看，“Praxis 的‘实践’，却接近王阳明所说的‘知行合一’，将理论和实行合而为一。或者我

们可以试着将 praxis 译为‘知识的实践’，意味着解释世界这件事，同时也是在改变世界。对的、好的

知识，不是单纯、客观的分析，而是具有改造力量的批判，让人能够用辩证的、颠覆性的眼光重新认识

世界，因而产生了改变世界的决心与力量。解释提出的同时，就已经开始改变世界。”[17]“这样看来，

从主体出发，从中发掘社会经济系统的‘主体性与行动规定’(从主体中直接引出‘行动的规定’)，可能

是‘国学感召’在现时代的应有的意义。”[18] 
在“斜偎宝鸭衬香腮”阶段，思维学的地基开始和“生产一般”结合。这个时候，马克思认定“认

识的秘密”是研究对象，客体社会批判的研究对象是“商品＋劳动过程”研究路向中的资本一般。盖因

生产一般的学科规定使之拒绝解释学 11，而以发生学为工作逻辑，所以对立统一的规律也必须从“生生”

的路径上予以探索，由此奠立“道·象·识”的体式；图 3 展示了道和象的规律(思维学)、规律的内涵逻

辑(逻辑学)、规律内涵逻辑中的范畴(知识论)诸层次的关系 12。又之，人文社会领域以“批判”为知识，

故而客观知识与主观知识(例如价值与价格)之间形成不同程度的工作与理解上的内在紧张关系，导致内容

 

 

11解释学倾向于以“识”倒过来把握“象”和“道”，而将生产一般的规定归结为某种形态的抽象性命题。 
12对思维学、逻辑学、知识论三者的统一来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即义理，“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

象生八卦”即象数，决定这个学科方法论展开的提纲挈领的东西是“道·象·识”。因而可用它解析唯物史观的基本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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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形式、本质和现象、质与量乃至质性分析与量的规定(数据实证)之间必然出现理解性冲突，产生这样或

那样的说明性难题。 
 

 
Figure 3. Chinese law expression 
图 3. 中国规律表达 

 

相应，在“眼波才动被人猜”阶段，马克思最终选定史书体裁基础上的辩证叙述的工作体式。取象

比类同时是叙述方法和叙述形式，这样就将思维形式实体化了，一个突出的表现是“以资本为方法”、

“以资本为逻辑”、“以资本为思维”。因此，《资本论》的标题是比照思维学领衔逻辑学和知识论的

体制予以制订的。即一方面，必须坚持资本一般对生产一般的“置身其中”，从联系的观点的角度发掘

历史发展的规定 13，以至于将资本同样建立为“对象思维学”；另一方面，生产一般对抽象性命题的拒

绝使得资本的阐述必须从实际的构造出发，即基于商品和劳动过程的两方面路向说明资本的起源，又从

上述两方面的构造梳理资本的内在构成，一个简单的结论就是：资本的历史过程必须从价值形式(交换的

社会形式)和剩余形式(生产的社会形式)的两方面予以说明，从而科学制订了“剩余价值”的概念。然则，

《资本论》第一卷是按照“个人一般的形成和发展–资本一般的形成和发展–重建个人所有制”的总体

布局予以谋划的，它从资本力量全部发挥的角度阐述与鸟瞰了人类资本运动的全史。在这部历史当中，

马克思锁定的人类理想人格是“劳动者”，资本的人格化范畴被归为“非劳动者”，以此执行对“经济

人/非经济人”知识分类框架的学术批判。 
在“一面风情深有韵”阶段，商品–货币–资本被总合起来考察，思维学、逻辑学、知识论的统一

初步达成，这个体系是对资产阶级意识的全面根除，因而表现的是“非劳动者”对“劳动者”系统性的

社会经济统治，是从上述机理形成与发展的方面解剖“资本的运动和构造”。资本主义从外表上看形成

了一个“非合作”关系系统，它的形成根据就在于此。同时需要指出，就实质的工作而言，《资本论》

同绝大多数的中华文化典籍一样，“都并非形式逻辑的知识体系，毋宁说属于批判的辩证法的知识构造，

 

 

13 马克思称之为“生产的一般规定在一定社会阶段上对特殊生产形式的关系”；这个原则实际是对思维学的“定义方式”的反映，

如商品价值只能规定为抽象劳动对一定价值形式的关系。根据思维学的定义原则，叙述领域内的科学抽象法本质上是建立“抽象

对具体的工作(领导)关系”(范畴的方法)，这和研究过程的“具体对抽象的关系”(规律的方法)是性质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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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们共同的特征在于突出了‘事的科学’的方法论性质”，“如其中的内容与形式的统一乃凸显了物的

科学对事的科学的工作转换性。这是因为‘事’不单单强调内容与形式的相统一，而且强调内容是在自

己的形式的发展中不断地实现自身的规定和扬弃自身。这种以物为基础的事的规定本质上体现‘历史世

界的图景’，而不单单是‘世界的图景’；这就要求‘客体批判’与‘主体批判’(理解)的相结合。”[19]
要之，是认识到建立在《资本的流通过程》中的分析同样是为“计划的经济组织”服务的，因为它提供

了社会共同体的物质基础与可能的机制形式。 
在“半笺娇恨寄幽怀”阶段，正是运用思维学、逻辑学、知识论三者统一的思想与认识构筑用于进

行全面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理论，所谓“象所固然，思亦有至”。通过对资本主义经济生活的重构和鸟瞰，

使我们了解到，“《资本论》提供的不是‘纯逻辑’、‘纯思维’，不是通常意义的知识，而是‘历史

行动规定’和‘批判的知识理论’”；然则，“科学抽象法本质上是思维科学的‘取象法’(以批判为工

作逻辑的历史取象法)”，从而，“实质内容只能是这么两条：取象法和批判工作逻辑。”[11]这是由于

“西方资本主义经济思想集中体现于其政治经济学中，它的主体是资本所有者阶级，是作为资本人格化

的资本所有者阶级经济利益和意识的理性概括，是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和制度的系统论证，也是聚合资本

所有者，使其在统一的经济意识引导下相互照应与提携，既有竞争，又有共同意志，以有效地执行资本

人格化的职责。”[20]批判是提炼知识的必由之途，“也就是说，政治经济学的方法可以确定为以‘批判’

为工作领衔的学科方法运用体系，以及以‘发生学’为工作逻辑展开的知识体系。”[7] 
真正的思想是超越神秘主义的，这意味着在“月移花影约重来”阶段，《剩余价值理论》所集中梳

理的就是“批判逻辑学”。思维学的剩余价值即剩余价值对其各种经济形式的关系。它的目的是使《资

本论》成为“研究上的科学”和“叙述上的科学”的同时，也成为“认识史上的科学”，这就需要对资

产阶级思想史乃至商品客体社会的认识发展进行正反两方面的梳理。如前所述，最终的“合”的结果，

马克思预先写在了《导言》第三节当中了，“从具体到抽象”显然是对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有价

值思想的高度性总结，“从抽象到具体”则可以说是对黑格尔方法的解说。马克思超出黑格尔的地方是

“历史”，从而，也就能够客观书写资产阶级代表性思想家的“思想”，通过对阶级意识形态的剥离、

批判，找到“思想之真”。因此总体而言，“第四卷(手稿)的体系是以后一、二、三卷体系的雏形。”进

一步，“我们看到，《剩余价值理论》中，马克思不仅对前人的政治经济学思想作了系统批判，更为重

要的是，这种批判为计划中的《资本论》进行了历史的考察和验证。”([13], p. 362) 
科学抽象法能够统一各种具体思维形式吗？如果针对“识”的层级，其不可能统一，况且思维形式

发挥作用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每每不同，在考量该因素的条件下进行统一又何其之难！但是，如果针对“道”

“象”层级，统一不仅完全可能，亦是必须的，而这样的话，科学抽象法势必要扩展为“规律的方法”

与“范畴的方法”的统一，真正实现以“研究”为内容，以“叙述”为形式。显然，“这就是中华意蕴

的天人合一、知行合一、事物合一的探索。据之，沿着学科——科学的‘行－知’路线，中西方道路的

历史分野可从中得到极其透彻的诠释。”[14]沿着客体批判的路线，剩余价值作为资本思维形式产物的规

定得以揭秘，这是开天辟地的一件大事件！它破除了思维神秘，将思维、逻辑、知识直接统一了，从历

史和认识两方面肯定和说明商品－货币－资本的发展链条，突出了商品社会作为独立经济形态的历史实

存性，揭示出它的社会发展规律。这是一种文明的分岔，然而是个人力量发展上的“必要的文明分岔”。

与之不同，中华系统中却难有个人力量(作为系统规定的社会生产关系)与集体力量(作为系统规定的社会

生产力)矛盾对抗的工作实在性，为什么呢？盖因起始对象规定不同，盖因共同体对象的历史流变使然。

“在这个漫长的时空里，欧洲和中国分获了截然不同的发展道路。”[21]“说到底，是认识到两种机制分

别促成了截然不同的发展类型：共同体解体状态的发展和共同体‘未解体状态’及其发展。”[22] 
人言落日是天涯，望极天涯不见家；已恨碧山相阻隔，碧山还被暮云遮。在回家、回历史、回中国的

https://doi.org/10.12677/acpp.2019.83005


许明皖，许光伟 

 

 

DOI: 10.12677/acpp.2019.83005 38 哲学进展 
 

新时代语境中，“中国人的资格”应当是学术研究所更加需要遵守的规范，由此出发并以此为尺度，可杜

绝历史公式主义和“语义解释学”。从经济史的结构与变迁史实看，传统社会的中华经济一直以土地制度

为核心，它取身份与财产的合一，因而介乎私有制与公有制的类型之间，不独是个人的财产占有，社会剩

余以农业剩余为主。世言中华是唐诗宋词的国度，唐诗宋词即是传统社会的人文(思维)模型，盖与此历史

现实有关。所谓士农工商的“官”“民”阶级对峙格局，在唐宋之前业已形成。但另一方面，伴随唐代中

国重新实现政治上的统一，中国的工商业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一定程度上又摆脱了对土地的依赖，一

个突出变化是，“经过唐宋变革，中国基本上完成了从世族社会向齐民社会的转变，形成齐民社会。”“所

谓‘齐’民，就是将少数有特权的官僚地主和少数奴婢等排除在外，具有法律地位和自主经济的平民。”

据史料显示，“经唐宋变革后的社会，士农工商的等级职业制度也发生了重要变化。唐代社会除世族贵族

和官私贱民外，都属于‘良人’即平民，亦即士农工商。”[23]“这样在共同体和‘第二个阶段’之间，

我们找到了新的连通渠道：共同体的‘未解体状态’及其发展。”[21]其间的意义，犹如钱穆先生所论及：

“唐代是中国历史上在政治制度方面的一个最大的转捩中枢。唐以后中国的历史演变是好是坏，那是另外

一回事，但罗马帝国亡了，以后就再没有罗马。唐室覆灭以后，依然有中国，有宋有明有现代，还是如唐

代般，一样是中国。这是中国历史最有价值最堪研寻的一个大题目。这也便是唐代之伟大远超过罗马的所

在，更是它远超过世界其他一切以往的伟大国家之所在。”[24]唐诗宋词承上启下，远播世界，采撷中华

精华，立于乱世亦不衰，即是“未解体”中华史的一个极其显著和光辉的明证。 
道路自信为中华学术所固有，文化自信是中华民族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相比之下，如

果说中华民族对《资本论》的接纳充分体现我们的“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那么，对“道路自信”

和“文化自信”的锻造与提炼就必须归功于“中国是诗词大国”这个文化规定。“国度性是政治经济学

的基本属性”，民族的思维、语言必然和民族的历史、制度和文化紧密相关、水乳一体；要之，是从中

认识到，“中国在人类历史上率先建立了大一统集权国家，两千多年的集权官僚制使中国具有其他国家

不可比拟的严格的内在统一性。”[25]从而，承接这个巨大历史遗产的生产一般规定乃是“共同体一般—

—社会共同体一般”，为此，应妥善制订与中华共同体社会内在契合的特殊经济概念，提升为“组织一

般”(主体侧的生产一般)的系列理论范畴 14。“然则，必须从这个高度上寻求突破，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进行‘辩证的表达’。”[7]如在主体人格方面，在强调“劳动者/非劳动者”主导框

架不动摇前提下，势必要补入“行动者/非行动者”之中华本土范型，从政治、经济与文化批判角度研讨

其对中国“官文化”或“官”阶级意识的学术批判性，清理“君子/小人”架构下儒学正统思想的流弊，

培育与强化合作意识之中华文化主体价值。然则，《资本论》基础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向的政治经济

学内涵合成起来即构成“四个自信”之方法论根据。要义是唐诗宋词意境中的“中华资本论方法”，即

以思维学统领的“批判逻辑学”和“批判的知识理论”之批判与建构的方法，形成“科学”与“文化”

相互拱卫之有民族历史特质内涵的历史批判规定。且当我们这样讲时，也显然意在强调《资本论》同时

是“文化版”的，即两条线索：一条是通向“科学”，一条是通向“文化”。然则，中华创制与管理剩

余劳动的特别方式说明共同体是组织本位的，本身是手段与目的合一体。以至于中华生产系统中：资本

只作为运行的规定，组织形式领导了价值形式；价值本位规定实际包含在组织本位当中，换言之，中华

资本范畴不是“对象思维规定”。其社会与经济组织所呈现的“家—集体—国”特别的链条充分说明“中

 

 

14与客体批判路线的剩余创制方式不同，中华组织剩余的生产方式是“家(单位)＋劳动过程”，剩余形式的历史类型分别为部落共

同体生产体制、村社共同体生产体制、国家共同体生产体制以及社会共同体生产体制；与之外表对应的组织设施是共同体的各种

具体形态，从组织本位看，工作链条是“家—集体—国”。从国家生产方式与组织剩余的社会方式看，这恰恰是广义而总体的主

体社会的“相对剩余生产”；从逻辑上看，主体社会(组织设施)的集体形式必然转向“国家形式”(如我国的乡镇集体、合作组织

发展轨迹)，以积聚自我历史否定的组织条件。亦表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质上是以“集体的形式”链接“货币的形式”，乃至

以“国家的形式”链接“资本的形式”，实现一种共同体的“特别的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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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道路更重视‘主体关系建构’”，追求生态宜居的诗意生活，从而在这个工作系统(主体社会)中，一味

追逐利益的个人本位是不存有的，因而货币不是经济本位；亦表明在历史上，资本乃是直接和“家工作

本位”结合的，“由此可见，中华经济形态的研究对象规定始终是‘双层结构’的，总体看就是以‘主

体一般’为领导的主客体融合的社会生产一般的特殊思维形式规定。”[7]然则，因应官民矛盾的生产一

般的历史结构只能是“家(单位) ＋ 劳动过程”。和“商品 ＋ 劳动过程”(个人力量维度的构造 15)的一

个最大不同处是，它将行动者合作身份的构造(或曰“共同体力量的维度”)直接导入劳动过程组织中进行

分析，从而大大拓展了对主体协作行动内涵的理解，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作用的社会范围补全为在

“集体力量与个人力量”之间以及在“集体力量与共同体力量”之间。很显然，生产力总是由集体力量

的越来越自由发挥的角度去理解的，而中华共同体发展同样植根于这个“集体力量”规定，只不过它不

能仅仅理解为“物的集体”，同样要理解为“人的集体”的劳动过程规定 16。 
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能没有诗性与理性灵魂。本文观点算不上标新立

异，论证却十分小心谨慎，未故作惊人之举。要之，作为“文魂”与“中华诗的杰出代表”，在于理解

唐诗宋词是写“共同体”情怀与思维的言志抒怀模型(礼的模型 17)，因而包含有极大的人文价值。中华唐

诗宋词和《资本论》一样，走的都是亦行亦知的路数，所谓“知之真切笃实处即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

即是知”。但和《资本论》书写阶级人格不同，它极力抒写人类的“理想人格”，因而在文明类型上恰

恰代表着“人的全面发展”工作线索，且如上所论，在《道德经》和《资本论》之间建立起了恰当的文

化联系 18。说到底，作为学科工作规定的文化乃是建设性力量，某种意义上，又可以说是左右着科学发

展质量的最终决定性力量。根据《资本论》的视野，“人类所经历的一切苦难，无非是‘人文化成’的

两种形态：异化和异化的扬弃。”这就要求在进行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同时，必须同样进行文化批判，因

为，“一旦我们把‘文化’理解成‘人文化成’即包括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在内的整体，而

不仅仅是与‘物质’相对的‘精神’，那么，随着剩余价值生产规律、价值生产规律直至物质生产规律

的废除，‘文化生产’就会还原为人自身的再生产，而不是由物质生产规律、价值生产规律，更不是由

剩余价值生产规律制约着的一个符号生产领域。”[2]在中国经济学建设上，必须毫不犹豫地坚持“经济

学是学科规定，政治经济学才是科学的规定”的洞见，坚持把政治经济学作为历史的范畴和阶级工作的

规定来对待。为此，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者须不忘文化初心，见贤思齐，好学不止，做合格文化战士；

在写作风格上，须像马克思那样博览全书，坚持历史、科学、文化的统一，不断推进和落实方法论的唯

物主义基础，彰显出行动主义的内涵，树立中华学术的世界品牌。然则，必须认识到，“社会主义的最

终目标是建设主体社会，向‘共同体的对象思维形式’历史回归，为此，需要大力发展社会主义财产公

 

 

15这是由生产关系的维度进行的考察。 
16生产力从来是历史继承的结合力量，是积极主动的社会变革者，劳动过程则是生产力的组织者和力量载体。《共产党宣言》中，

马克思和恩格斯这样系统地讲道：“资产阶级撕下了笼罩在家庭关系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把这种关系变成了单纯的金钱关系。

资产阶级揭示了，在中世纪深受反动派称许的那种人力的野蛮使用，是以极端怠惰作为相应补充的。它第一个证明了，人的活动

能够取得什么样的成就……资产阶级除非对生产工具，从而对生产关系，从而对全部社会关系不断地进行革命，否则就不能生存

下去。相反，原封不动地保持旧的生产方式，却是过去的一切工业阶级生存的首要条件。”([1], p. 275) 
17所谓“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说明的是中华诗歌的体用之道：礼者，天下兴之本；乐者，和合待客之所；由此可见，诗书

礼乐作为教化根基，容易打造中华共同体的气骨精神。概言之，这是“以礼为诗”中华五千年之“文以明道”、“文以载道”。 
18 有一种说法：中国对传统价值再度重视是一种“复古”，是因为意识形态真空，乞灵于传统，又或说“国粹是个可笑的概念”，

“全是西化剩下来的东西”，甚或扬言“西化有什么可怕”，“跟西学争胜，越争气越短”，等等。姑且不论现代科技的发展业

已证明自己的“非中性”，而更多需要基于生产关系的角度予以审查，诸如此类的言论说明对“中国学”的研究，须有两个高度：

第一，是民族的历史的高度；第二，是世界的文化的高度。政治经济学批判之区分为主体批判和客体批判，也正是从这些高度上

说的，故不独是文化用语。反过来看，如果缺失了文化的高度，谈继承发展，那完全是胡扯的事。因此，需要从方法论科学的高

度整理国故，对中国文化进行精华萃取，以既是传承的、又是现代的眼光看问题，强调古今中外意义域内的“中学本位性”。这

样，马克思主义就同样在中华有根，马克思主义的中华文明之源以及现当代的奇异光彩同样也是“国粹”，是中国人资格工作语

境的“新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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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制。”[7]同时是认识到，“创建中国政治经济学，并不是梦想，而是理性的追求”，“中国经济的国

度性是历史形成的，是制度和文化的统一，是现实经济矛盾的集中体现”，“为此必须明确国度性这个

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属性，并以此为前提建构中国政治经济学。”[25] 

6. 思维学的深层意蕴 

我们利用文章最后的篇幅复议天下主义和世界主义。有人用一般、特殊、个别的黑格尔逻辑学公式，

当作“辩证法”使用，裁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

新发展视为必须符合“政治经济学一般原理”(特指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一般的个别规定”，又

同时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为“特殊”，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本身视为“特殊的个别表

现”。思维学之被逻辑学的神秘化在于失掉了行动主义的历史特质，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完全特质了，

即变成物质关系和利益关系，归根结底，这是资产阶级的精神现象学或物象化操作。但需要知道，“倡

导科学之理论，莫盛于《大易》。”“略举二义：一曰倡导格物学，——古代格物学，犹今云科学；二

曰明社会发展，以需养为主，资具为先，始乎蒙，终于乾元用九，天下文明。”[26]何谓中华原理，一曰

阴阳五行，二曰共同体经济，三曰主体批判。然则，所谓正蒙，即正确理解中华原理之述要，学易穷源

示到时，便将虚寂眇心思；宛如童子攻词赋，用即无差问不知。又曰：画前有易不知易，玄上求玄恐未

玄，何谓阴阳五行？阴阳五行惟平易，意指才广大深远。从中华思维学的考察角度看，阴阳五行是来自

“共同体的人类”总体思维的一个规定。盖言“阴阳”，即“总思维的内容(规定)”；盖言“五行”，即

“总思维的形式(规定)”。从工作逻辑看，这又是由发展逻辑至运行逻辑内在关系的一种推演。然则，基

于《资本论》体系进行回顾，“中华思维学”核心内容在于确认“阴阳–五行–阴阳五行的世界”通行

之思维认识规则。而正名者，辨物、正言、断辞之谓也，盖辨事物之理以正其名之学也。所谓正名，也

就是议中华学术的名。所谓亩浍敷四海，川源涤九州，既膺九命锡，乃建洪范畴；史体肥沃，并刀如水，

批判志学，理通实践。表明在中国，历史–文化–模型的研究路线不但有前路可寻，而且有后来者为继。 
如鸟画虚空，漫尔惊文章。正史，正蒙，正名，欲以名正必先正蒙，欲以蒙正必先正史，欲以史正

必求原理，在现代语境中求索中华系统固有原理是需要非常勇气的，——某种意义上，这也就是“中国

式批判”。然则，这里再略论一下“中国人的资格”，昔魏源《海国图志》曰：“君子读《云汉》、《车

攻》，先于《常武》、《江汉》，而知二《雅》诗人之所发愤；玩卦爻内外消息，而知大《易》作者之

所忧患。愤与忧，天道所以倾否而之泰也，人心所以违寐而之觉也，人才所以隔虚而之实也。”“然则，

执此书即可驭外夷乎？曰：唯唯，否否。”盖取“经之纬之，左图右史”之法，取“纵三千年，圜九万

里”之志！[27]然则，此乃“国学感召”也，“当代中国正经历‘史上最为深刻的’社会变革，实践创新

的背后乃是思想的‘创造’与‘创新’。归根结底，这是一个需要理论并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

这是一个需要思想并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18]这些都显示中国经济学人的历史使命，仍然任重

道远！其所排斥者，这样的言论：“东方与西方之别即西方人重自然，中国人重人事；西方人讲科学，

中国人讲道德。所以，西方哲学是‘物理学之后’，中国哲学是‘伦理学之后’。”[28]换言之，“以古

解古，以今解今，古今贯通，中外会通”16 字必须成为指导中国政治经济学本土建构以及进行中西学术

对话的工作“心法”。 
以上所论可谓：一川星斗烂无数，长天一月坠林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始终依傍辩证法

——中华辩证法和马克思主义辩证法——而创新发展，对此，我们充满信心！何敢自矜医国手，药方只

贩古时丹。回归中华学术思想史，《周易》是辩证法的开创性的著作，也是初创“辩证法结构”体系之

著述。《周易》对辩证法贡献集中于两点：1) 由辩证法角度提出“行动主义”；2) 立基“辩证法的主体

结构”界定批判工作的始源规定。它的思想特质可用“行动主义的辩证法规定”予以归纳，从学科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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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看，“阴阳型矛盾”显然兼容了自然辩证法和历史辩证法，工作领导范畴则偏重于“历史辩证法”。

《周易》与《资本论》的学术关系锁定于辩证法路径的继承发展意义，内生“世界观范畴”的成长路径：

行动主义(唯物主义)→唯物主义和行动主义→唯物主义和行动主义的内在结合。唐诗宋词无疑使自身全部

投入这一思想共同体 19。这是具有中华人文关怀背景的天下主义与世界主义的工作合璧。 
史以启正，蒙以养正，名以显正；正者，人民本位也。然则，中国经济学研究必须从“主体批判”

起航，中国主体批判的深层历史构境是行“贯通”之法。始生之物，其形必丑。马克思主义方法论贵在

“求道”，其实这是司马迁所说的“究天人之际”；贵在“求象”，这就是司马迁说的“通古今之变”；

贵在“求识”，而综上两点，亦不过是司马迁所说的“成一家之言”。于是会发现中华方法论和马克思

主义的统一之处即是“道·象·识”。其不局限于局部思维之“唯识论”，不在于求体系，更不限于概

念的逻辑自洽或语义上的理论自圆其说，而要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以及“本土寻根”。从“马

克思主义”和“中国”的贯通看，它所贯彻的话语原则正是本真化的“以中解西”20。从马克思主义出发

思考“文化自信”，理解场域首先是社会历史，是欧洲的社会历史和古老东方的社会历史。我华夏文明

源古流今，遂成就大一统之生产方式和家国社会之生活体式，不可否认，这一体式在近代遭遇了百年危

局，当其直接面对资本主义文明之际，显得甚为落拓，甚至是腐朽落后。吴桂有恨，但风休住，蓬舟吹

取三山去。回眸中华经济科学的发展史，在古代社会，其一直是有原理的，在近现代则一直处于“原理

迷失”或“被去原理”的状态。这不仅说明了马克思主义原理的“中国境况的尴尬”，并对马克思主义

的中国运用提出挑战。 
理论是范畴的先声，实践是规律的先声。峰回路转，有人说 2018 年是注定要被铭记的一年，中美经

贸摩擦不断升级，悄然开启了“抗美”时代。2019 年中国更是在吐故纳新中扬帆起航。然则，总书记称

之为“机遇与挑战”并存并进的规定是，“当前中国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世界处于百年未有

之大变局，两者同步交织、相互激荡。”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中国从“天下主义”走向“世界主

义”的历史和文化架构彻底击破了西方普世价值观。整体而言，中国经济学是“既成”与“未成”历史

辩证法；虽则距离体用兼备、“上中下游”配套的完善体系要求尚远，但具有特殊的生长关系(规定)，且

在当下，体系性特征越发明显，其理论特质业已显露。凤凰台上凤凰游，凤去台空江自流；吴宫花草埋

幽径，晋代衣冠成古丘；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鹭洲；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惟日

孜孜，无敢逸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工作地基滋生于此。从擎起人类精神旗帜到扬起辩证法

行动之帆，中国思维学一直与时偕行！寻求与时代发展同步，寻求智慧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表

达”，然则，于其中一定可寻觅本真的方法论机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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